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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描述中国各省区省际流出与

流入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方法，类型化分析了中国 ３１ 个省区的年龄别流出率和

年龄别流入率，并进一步结合各省总省际流入率与流出率综合性地提炼出五种类型。 分析结果表明，各
省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存在较大差异；四类流出模式和五类流入模式可以概括省际流动人口

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结合各省总的流出率与流入率则可以将各省的年龄模式综合为五种类型。 这些

结果可以作为未来区域性人口预测的相关参数。 最后还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定义问题、年龄模

式的地域差异性反映了我国人口迁移转变的地区阶梯性，以及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中国人口问题）
的地域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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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迁移流动是影响一个地域内人口规模、结构与分布的重要人口变动之一。 迄今为止，人口学对年龄

模式的讨论主要关注于生育、死亡这两种变动，如生育研究通常利用年龄别生育率及由此得到的总和生育

率；死亡研究则利用年龄别死亡率构建模型生命表及平均预期寿命。 但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别模式则由于

变化与不稳定而导致不确定性，未被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利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中国人口迁

移强度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波浪式的上升发展（刘金菊、陈卫，２０２１），且全国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模式随时

间呈现出一定的发展变化（周皓，２０２３）。 由变化带来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省区、各类迁移流动

人口的年龄模式存在差异，既有流出地与流入地选择过程中的年龄模式差异（王桂新，１９９４，１９９５），也有不

同省区、不同特征（如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人群的年龄模式差异（杨云彦，１９９２ａ，１９９２ｂ；周爽、黄匡时，
２０１５）。 根本上，人口迁移流动既是当前各省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政策等共同影响的产物，同样也

深受流出地以流出率为代表的迁移文化之影响（周皓、刘文博，２０２３）：有些省份安土重迁、偏居一隅；有些则

更好外出游历闯荡。 不同省份的文化属性会烙印于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之上，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年龄模式。
因此，各省区流动人口年龄模式的类型与特征是文化属性的显性化。

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水平与模式）既是人口预测的基础，亦是其他相关社会问题预测的基础。 年龄

别流动率的准确性既会影响到人口规模与结构估计的准确性（孟向京、姜凯迪，２０１８），也会影响到对社会

经济发展指标如养老金（刘昌平等，２００８；王泽强，２０１１）、产业结构（逯进等，２０１９）及公共设施（何晓萍

等，２００９）等估算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模式对后续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样具有重

要的社会意义。 以往的人口预测通常会结合使用城镇化水平和某区域当前的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其中流

动人口的定义和年龄别模式的选择是两个基础问题。 由于户口标准下的流动人口包括存量和流量人口，
而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则是不同属性人口之混合体（周皓，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因此，人口预测应使用五年内的流

量流动人口以反映人口流动的发展趋势（当然，如果可能，还应加上五年内的迁移人口）。 而人口预测中

迁移流动人口年龄模式的选择无法像死亡模式那样可以从各种模型生命表中挑选，只能以全国或某省区

的年龄别模式为基础。 虽然 Ｒｏｇｅｒｓ 等人提出的人口年龄别迁移率参数化是一种理想，但该模型并不一定

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郑真真、杨舸，２０１３；周皓，２０２３）。 此外，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模式存在的区域间

异质性，难以归纳出如生育、死亡那样适用于全国或各区域的标准模式，使得在做较大地理空间尺度的人

口预测时，难以将人口迁移因素正确地参数化并纳入预测模型，进而影响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那么，退而求

其次，在描述我国各省区流动人口年龄模式的地域差异的基础上，是否能归纳为类似于模型生命表不同模式

的几种共性类型，或者对我国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模式进行类型化分析，以供未来人口预测模型的选择

使用？
为此，本文将利用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七普”），以省际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

象，在简单描述各省流量流动人口年龄模式之差异性的基础上，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省际流出和流入人

口的年龄别流动率进行类型化分析，并通过平均化处理各类型年龄别流动率以凸显各类模式的特征，以期为

未来人口预测提供类型化的年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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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与指标说明

本文将使用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１‰微观样本数据（以下简称“微观数据”）。 周皓（２０２３）曾比

较了七普微观数据与汇总数据之间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本文又进一步比较了两种数据来源的总人口、
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与省区分布（具体请见图 １、图 ２）。 结果表明，两种数据来源在这些结构上存在着

微小的差异。 由于普查短表的汇总数据并未提供各类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如分省的、流量与存量流动人

口的年龄结构），因此，本文将仍然以微观数据为基础。 同时，由于微观数据根据省区、年龄、性别进行细分

后各单元内的样本规模过小，因此，本文分析中将采用更为稳健的 ５ 岁组，而非 １ 岁组。 此为有关数据的两

点说明。

图 １　 年龄视角下两种数据总人口和省际流动人口的比较

资料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数据 １ － ５、７ － ２、７ － ３；２０２０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图 ２　 省区视角下两种数据总人口和省际流动人口的比较

资料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数据 １ － ５、７ － ２、７ － ３；２０２０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１． １　 研究对象与指标

中国的人口普查中，流动人口的定义共有三种：户籍口径（第二、第三款人，即户口不在本地，但居住本

地半年以上；以及在本地居住未满半年，但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五年前常住地（或一年前常住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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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地信息。 朱宇等（２０２２）提出以五年前常住地作为反映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状况的统计口径。 本文认同，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可以很好地估计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与强度。 但由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迁移流

动人口既包括五年内的流量流动人口，也包含迁移与返迁人口（普查表题项并无法真正区分迁移人口与返

迁人口），而户籍迁移或返迁人口与流量流动人口之间在各种社会经济特征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从而该口

径下的样本具有混合属性（周皓，２０２２），因此，在讨论诸如迁移原因与机制或迁移过程与结果时，应该注意

区分这两类人群的不同性质。 虽然因为户籍口径下的五年内流量流动人口不包括迁移与返迁人口而低估五

年内的人口迁移流动规模，但却能够真正反映人口迁移流动的机制与原因等问题。 同时，将人口迁移流动置

于中国特定的户籍制度背景之下，流量流动人口的使用将有助于提高人口预测的准确程度，因为流量流动人

口反映了近五年内最新流入人口的特征信息，且与存量流动人口在包括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的各方面都存在

较大差异（周皓，２０２３）。 因此，结合普查定义，本文的研究对象———流量流动人口的定义为：（１）户籍登记地

未发生改变，但现居住地跨越户籍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并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或者在本地居住不满半年

但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２）五年内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口。 省际流量流动人口则是五年内离开户籍

登记地的省际流动人口。
本文所使用的年龄别流动率实际上是一个比例的概念。 严格意义上，年龄别流动率应该是：某时期内，

某年龄的流动人口数除以相应风险人口的平均生存人年数。 以省际流出率为例，某省的省际流出率所对应

的风险人口是由该省某时期内的存活人口 ＋死亡人口 ＋迁出人口 － 迁入人口。 一方面，本文中的“时期”长
度跨越五年，另一方面，死亡人口与标准时点的调整相对比较麻烦，因此，本文简单地采用“现有人口”作为

风险人口。 但为了更加接近“率”定义中的风险人口概念，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各省的省际流动强度，将流出

省流动人口对应的风险人口调整为：现有人口 ＋该省流出人口 －该省流入人口。 由此，各省年龄别省际流出

率即为：
ｍｏａｊ ＝Ｍｏａｊ ／ （Ｐａｊ ＋Ｍｏａｊ －Ｍｉａｊ）

省际流入率则完全是比例的概念，直接以省际流入人口与流入省人口之比来计算：
ｍｉａｊ ＝Ｍｉａｊ ／ Ｐａｊ

其中，ｏ 表示省际流出，ｉ 表示省际流入，ａ 表示年龄，ｊ 表示省份；ｍｏａｊ表示 ｊ 省 ａ 岁人口的年龄别流出率，
ｍｉａｊ是 ｊ 省 ａ 岁人口的年龄别流入率；Ｍｏａｊ表示 ｊ 省 ａ 岁流出人口规模；Ｐａｊ表示 ｊ 省 ａ 岁总人口数，Ｍｉａｊ是 ｊ 省 ａ
岁流入人口规模。

本文将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区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模式进行类型化分析。
２　 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年龄模式的省际比较

已有研究从空间的角度说明了我国省际流动人口迁出和迁入选择过程的年龄模式及其特征（王桂新，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但总体上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在近二十年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周皓，２０２３），因此，在进

行类型化分析之前，本文将首先简略描述我国各省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模式。
２． １　 省际流出人口的年龄模式差异

“七普”所反映的我国各省省际年龄别流出率请见图 ３。 图示表明，各省省际年龄别流出率模式之间

存在很大的差异，且不同于全国省际流动人口，主要体现在：（１）峰值年龄，省际流出的高峰年龄段在各省

之间存在差异，如省际流出率最高的贵州、广西、甘肃三省的高峰年龄位于 ２０ ～ ２４ 岁，而同样为我国传统

人口流出省份的湖北，流出高峰年龄则为 ２５ ～ ２９ 岁；（２）在低龄段，各省流出率的上升幅度差异大，部分省

份在 ５ ～ ９ 岁年龄组就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而部分省份在 １０ ～ １４ 岁；（３）在峰值年龄后，各省流出率的

下降模式也不同，如高省际流出率的广西在 ２０ ～ ２４ 岁后各年龄的下降趋势中表现出 ４ 个拐点，而具有低省

际流出率特征的广东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下降拐点；（４）老年段，尽管从全国看，我国尚未表现出 Ｒｏｇｅｒｓ 所提

出的年龄别迁移率模式中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小高峰，但部分省份则已经表现出这种趋势，如黑龙江、吉林、
青海。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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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２０ 年我国各省省际流出率的年龄别模式分布

　 　 　 　 　 　 资料来源：２０２０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注：图中虚线标记的曲线代表全国五年内省际流出率。

２． ２　 省际流入人口的年

龄模式差异

我国各省省际年龄

别流入率请见图 ４。 图

示表明，相比于省际年龄

别流出率，各省的省际年

龄别流入率呈现出更大

的差异：（１） 低龄段，如
上海、浙江和北京三省市

的低龄段表现出较高的

流入率，说明这些省市有

相对较多的流动儿童跟

随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
而其他省市则相对较低。
（２） 从峰值角度可以将

全部省份划分为三类：北
京、上海、浙江和天津呈

现出明显的年龄选择性，

图 ４　 ２０２０ 年我国各省省际流入率的年龄别模式分布

　 　 　 　 　 　 资料来源：２０２０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注：图中虚线标记的曲线代表全国五年内省际流入率。

即 ２０ ～ ２４ 岁组年龄段的

流入率极高，而广东、江
苏、福建和吉林这四个省

份的峰值处于中间，其他

省份的流入率相对而言

并未呈现出特别的年龄

选择性（或者是特别高的

峰值）。 （３）从峰值年龄

以后的年龄别流动率来

看，北京、上海、广东和浙

江四省市的年龄别流动

率在峰值年龄以后下降

过程很有意思，北京、上
海两市从峰值快速下降

到相对较低 （但比其他

省份相对更高）的水平，
而广东和浙江两省的峰

值虽然不如北京、上海两

市高，但峰值年龄之后直至 ５０ ～ ５４ 岁组的年龄别流动率都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下降趋势相对比较平

缓。 而西藏表现出的年龄别流入率在 ４５ ～ ４９ 岁组仍然会有一个小的峰值，这是与其他省份不同的地方。
（４）老年段中，海南和北京的年龄别流动率相对较高，广东、上海和新疆则次之。 本文仅针对部分有特点的

省份作简单的总结，以凸显各省之间的差异性。
上述从省级尺度分别对各省省际流出和省际流入年龄别模式的描述表明，各省年龄模式的差异性与共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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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存，如年龄选择性和峰值年龄后的下降趋势等都是各省之共性。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流出率能够真正体

现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选择性，那么流入率水平则受到流入人口与本地人口年龄结构的共同影响。 如果流

入省区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老化（如上海、北京），则在峰值年龄段附近，由于流动人口的年龄选择性和流入

地人口在该年龄段中的人口相对较少，其年龄别流入率会相对较高；而浙江、广东等省虽然流入人口呈现出

相同的年龄选择性，但由于该年龄段的流入地人口相对较多，从而未显现出特别高的年龄别流动率。 这是北

京、上海两市表现出的年龄别流动率峰值较高的主要原因。 正因如此，有必要从标准化角度去进一步探讨流

入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问题。
３　 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年龄模式的类型分析

省际流动模式的差异性反映我国劳动力人口流动在区域间再分配年龄模式的差异。 长久以来，我国的

省际人口流动已经具有明显的凝聚性特征，呈现出“非对称双向迁移模式”（豆晓等，２０１８），即在省际迁移空

间分布上表现为劳动力人口的“向海”分布（王桂新等，２０１２）和向内陆省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聚集（刘涛等，
２０２２）。 那么，在流动人口总量的空间分布模式下，不同省区的流出或流入人口具有何种年龄结构特征，是
否可能对各省份的年龄模式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将其归纳为几种典型的年龄结构模式，以便服务于后续的研

究与实际工作。 为此，本文将在上述分析基础之上，运用聚类分析方法①对各省年龄模式进行类型化分析，
并进一步将同类型下各省的各年龄别流动率平均化处理，得到各类型的特征性年龄别流动率，以揭示各类型

图 ５　 ２０２０ 年各种类省际流出人口平均年龄别流动率模式

资料来源：２０２０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间的差异。
３． １ 　 省 际 流

出模式的类型

及特点

我国各省

省际流出人口

的年龄别流动

率按照流出强

度及特点可以

被分为四种类

型（具体请见图

５）。 这四种类

型的主要差异

表现在整体水

平、峰值高度及

峰值后的下降

速度三个方面。
第 Ｉ 类的整体水平极低；第 ＩＩ 类和第 ＩＩＩ 类之间在峰值高度上尽管相近，但峰值年龄后的下降速度却并不相同；
第 ＩＶ 类则以高峰值为特点。

其中，第 Ｉ 类不论是整体水平，还是 ２０ ～ ２４ 岁组人口流动最活跃的年龄段，都呈现出极低的流出率。 从

地域空间来看，主要覆盖了我国三个传统人口迁入中心（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和一个人口迁入副中心（新
疆），以及西藏、山东两省。 根据模式分布特征可以称之为低流出型。

·７·

①本部分针对省际流出和流入人口年龄模式的聚类分析方法采用的是离差平方和法，它倾向于把案例数少的类别聚在一

起，发现规模和形状大致相同的类。 实际上，本研究同时也采用最长距离法、平均联结法进行聚类比较，结果证明各种方法的

聚类结果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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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ＩＩ 类的 ２０ ～ ２４ 岁组有中等的流出水平，但其他年龄的流出率都相对较低，表现出一定的年龄选择

性，地域空间主要包括华北、东北（黑龙江除外）和西北部分省区，以及南方的福建、海南和云南三省。 根据

模式分布特征，可以称之为中峰值流出型。
第Ⅲ类的 ２０ ～ ２４ 岁组同样具有中等的流出水平，但其后各年龄别流动率也相对较高（即峰值年龄后的

下降速度极其缓慢，呈现出劳动力年龄人口外流的普遍性），地域空间主要包括中部省份和西部的四川、重
庆，以及东北的黑龙江。 这些省份基本上都是我国主要的人口流出省份。 根据模式分布特征，可以称之为中

峰值 －全劳动力年龄流出型。
第 ＩＶ 类的 ２０ ～ ２４ 岁组流出率水平极高，该年龄组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呈外流状况，但其后各年龄

的流出率则相对较低（即峰值年龄以后的下降速度相对较快）。 地域空间对应甘肃、贵州和广西三个流出省

份，而且这三个省区流出人口的目的地相对比较稳定、集中，如甘肃到新疆、贵州到浙江、广西到广东，形成了

“一对一”的定向流动格局。 根据模式分布特征，可以称之为高峰值流出型。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省际流出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但全国层面的人口年龄别

流动率模式并无法反映省际流出模式的这种差异性。 在分区域（或分省区）的人口预测中如果使用全国层

面的年龄模式，则必然会使预测结果产生偏差（不论是水平还是结构）。 而类型化后的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则

可以作为各区域人口预测的基础参数，从而提高人口预测的精度，使预测结果更贴近于现实。 当然，本文仅

仅在方法论层面初步提出改进人口预测模型的可能设想，在具体的操作化和技术层面仍需进行更深入的

探讨。
上述流出率类型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区域流动文化的差异。 如同从出生地视角分析的结果，部分省市

（特别是人口流入大省，如浙江、广东等）表现出迁出的绝对凝固性（周皓、雷琳旋，２０２３）。 上述第 Ｉ 类中除

西藏以外，其他省份基本上都是吸引人口流入的大省，而其流出率则是极低，即这些省份的人口更愿意留在

本省，或者如浙江向上海的流动，即更愿意流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高的临近省区，从某种意义上既体现了

人口迁移随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阶梯）而呈向上流动的趋向，也表明理论上应该存在的逆向人口迁移流动并

不一定会在现实中存在。 而第 ＩＩＩ 类模式则体现中部省份普遍流出的特点，即除峰值后的各年龄别流动率仍

然相对较高（年龄别流出率的下降速度相对较慢），体现了这些省区人口对人口流动的普遍接受且流出意愿

相对较高。 第 ＩＶ 类模式体现更强的年龄选择性，但峰值年龄以后的流动率则下降得极快，这说明广西、贵
州、甘肃三省仍然是以年轻的劳动力输出为主，尚未进入第 ＩＩＩ 类的普遍流出的模式。 但不论是从迁移文化

扩散的角度，还是从相关迁移理论（如相对剥夺理论、家庭风险最小化理论，乃至机构理论等）的角度，抑或

是在极低生育水平条件下从流出地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角度，都预示着第 ＩＶ 类模式向第 ＩＩＩ 类模式的转变。
至于未来是否真的能转变为第 ＩＩＩ 类模式则需要拭目以待。
３． ２　 省际流入模式的类型与特点

我国各省省际流入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按照流入强度及特点可以被分为五种类型（具体请见图 ６）。 第

１ 类是流入水平相对最高的类型，其特点表现为：具有相对较高比例的流动儿童（０ ～ ４ 岁比例达 ２０％以上）；
２０ ～ ２４ 岁组的流入率峰值也极高（将近 ４０％左右，表现出极强的年龄选择性）；峰值年龄以后的年龄别流动

率虽然也快速下降，但即便到 ５０ ～ ５４ 岁组的年龄别流动率仍然高达 １５％以上，远高于其他类型。 这一类型

的主要特点是：整体流入率极高、儿童段及迁移最活跃的 ２０ ～ ２４ 岁组流入率也极高（特别是儿童段）。 主要

包括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这四个吸引省际流动人口最多的省市。 由于经济结构对劳动力的吸引、社会发

展对人口的需求（如因隔代抚育而流入的中老年人，或因年轻人口流入而生育的流动儿童），以及高等教育

对人才的集聚效应等因素，在考察这些省市人口流入状况时，需要以全年龄的视角去考虑各年龄段流入人口

的具体驱动机制以及可能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如流动儿童的教育及长期发展和中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

应、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而非仅关注流入的劳动力人口问题。 根据模式分布特征，可以称之为高流

入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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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２０ 年各种类型省际流入人口的平均年龄分布模式

资料来源：２０２０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第 ２ 类的

流入水平相对

较高、有较强年

龄选 择 性 （即

峰值年龄以外

的年龄别流动

率相对较低，但
峰 值 相 对 较

高），当然，这种

较低或较高都

是相对的。 相

对于第一种流

入类型，则其不

仅峰值相对较

低，而且其他年

龄（特别是儿童

段和劳动力年

龄段）都相对较低；但如果相对于其他类型，则其峰值和其他年龄段的流入率都相对较高。 它与第 ３ 类之间的

主要区别在于峰值年龄组和峰值水平，但在 ２５ ～ ２９ 岁及其后的各年龄组中，两种类型的年龄别流动率都基

本相同，基本上维持在 ５％到 １０％之间，且在 ５５ ～ ５９ 岁组时才低于 ５％ 。 这说明这一类省份中的流动人口退

出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相对会较早。 如果再回头看第 １ 类，即便是 ６５ ～ ６９ 岁组的低龄老年组，其比例仍然在

５％以上。 当然，在第 １ 类中，这种相对较高的流入率既可能是低龄老年人口延缓退出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

原因，也可能是由于社会或家庭原因而流入到流入地的原因。 总之，第 ２ 类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中等流入强

度、中等年龄选择性及中等（峰值年龄后的）持续流入，但退出年龄也相对较早。 这种类型主要包括天津、江
苏、福建三个省市。 根据模式分布特征，可以称之为中峰值流入型。

上述两种类型所对应的均为东部沿海省份，但无论是从人口流入水平高低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流入人口

的年龄别流入率模式来看，尽管我国的省际人口“向海”流动的趋势仍旧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但沿海地区

的各省市也表现出内部分化特征。 这说明在研究我国的人口省际流动时，至少应从地域尺度进行异质性考

察，而非将全部省际流动人口当成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
第 ３ 类的主要特点在于峰值年龄的推迟和峰值年龄后的缓慢下降。 与第 ２ 类相比，其主要特点是，不仅

峰值年龄推迟，而且峰值高度下降（第 ２ 类的峰值高达 ２５％左右，但第 ３ 类的峰值仅不到 １５％ ）；与第 ２ 类相

同的是，峰值年龄后的各年龄别流动率几乎没有下降，甚至在 ４５ ～ ４９ 岁组时还有所提高，且其后年龄组均相

对高于第 ２ 类，甚至在最高年龄段是这几个类别中相对最高的。 当然，这一类包括新疆、西藏和海南这三个

省区，但这三个省区形成第 ３ 类年龄别流动率的原因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西藏可能更多与政策相关联（如
援藏等），从而使峰值年龄推后，且不明显；对海南而言，其老年段的提高与其作为养老基地的气候环境相

关，而且也应该特别注意“候鸟式”流动老年人对本省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韦晓丹、陆杰

华，２０１７）。 根据模式分布特征，可以称之为中峰值 －峰龄延后型。
第 ４ 类与第 ５ 类其实有些接近，但由于两类间峰值存在相对较大差异，才进一步区分成两种类型。 其中

前者的峰值相对较高，达 １２％左右，而后者的峰值则是最低的，仅为 ５％左右；在其他年龄上，这两种类型的

年龄别流动率基本相同。 显然，这两种类型涵盖的省区有所不同。 第 ４ 类主要包括我国的华北地区和西南

地区，以及青海、甘肃等，基本上是主要的省际人口流出省区。 而第 ５ 类则主要包括陕宁 － 鄂渝 － 东北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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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部区域和东北三省，呈现出高度的地域集中特征。 根据模式分布特征，分别称之为

中峰值 －年龄选择型、低流入型。
当然，正如上文所述，年龄别流入率受到流入人口与流入地人口年龄结构的双重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

分析与讨论。 与流出人口相比，流入人口年龄分布的类型分析结果在地域分布上更集中。 理论上，我国省际

流入地区表现出集聚中扩散趋势，而省际流出地区表现出漫延式扩散趋势（周皓、雷琳旋，２０２３），但这并不

意味着对人口流出地区只能关注其流出人口的状况，如果同时考虑其流入人口状况，就会发现这些省区的人

口流入模式更加复杂。 诚然，本研究采用聚类分析得出的五种流入模式可能并不十分完善，但也可以反映出

多数省份复杂的人口流入模式及其特征。
总体上五种省际流入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与省际人口流出模式相比，在大多数年龄段表现出与全国的

省际流量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完全不同的特征。 这再次说明，省际流动人口是内部存在明显异质性

的群体，至少需要同时从流量与存量、流入与流出的交互视角予以考察。
具体来看，五种省际流入的平均年龄分布模式的最大差别在三个地方：（１）５ ～ １４ 岁的下凹槽形状；（２）

流入水平的双峰值分布；（３）峰值年龄后的拐点。
首先，与省际流量流动人口相比，不同省际流入人口的年龄别模式在 ５ ～ １４ 岁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形状特

征。 就 ５ ～ １４ 岁年龄段而言，高流入型的下凹槽形状尤其明显，在 １０ ～ １４ 岁上流入水平下降至最低点，而
１５ 岁后迅速上升；中峰值流入型表现出极为微弱的下凹槽分布；其余三种模式在该年龄段上无明显的下

凹形状。 上述四种省际人口流出年龄别流动率模式也没有明显的下凹槽分布。 与省际人口流出相比，我
国的省际人口流入不仅在地域空间上表现出更强的集聚性特征，而且对全国年龄别流动率的塑造也尤为

突出。
其次，五种省际人口年龄别流入率模式表现出不同的峰值分布形态，其中高流入型和中峰值 － 峰龄

延后型呈明显的双峰分布形态，而其余三种类型的分布形态表现为单峰型。 高流入型的两个高峰年龄段

分别位于 ２０ ～ ２４ 岁和 ４５ ～ ４９ 岁，中峰值 － 峰龄延后型的两个高峰值则位于 ２５ ～ ２９ 岁和 ４５ ～ ４９ 岁，其中

后者的两个峰值流入率水平相差不大，均在 １２％左右；前者在两个峰值上的流入率水平差异大，２０ ～ ２４ 岁的

流入水平高达 ４０． ４％ ，而 ４５ ～ ４９ 岁也高达 １７． ５％ 。 其余三种类型为典型的单峰分布，高峰年龄段均为 ２０ ～
２４ 岁。

不同的流动人口年龄模式是由各省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需求所决定，也从年龄结构角度说明我国

省际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的形成。 高流入型主要是由我国的三大人口流入中心省市所构成，强烈地吸引着全

国劳动力年龄段的人口，因此，这些传统人口流入省区在吸引流动人口上具有全年龄段的特征（几乎所有年

龄段的流入率都处于最高水平，且拥有两个峰值）。 与此类似，中峰值 － 峰龄延后型虽然在年轻劳动力人口

的吸引上不如中峰值流入型，但在吸引 ４５ 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口的流入上表现突出，这也可能是拉动新疆成

为我国省际人口流入副中心的重要因素。
再次，五种省际人口年龄别流入率模式在峰值年龄后也表现出不同的分布形态，主要体现在流入率下降

的拐点的不同：高流入型在峰值年龄后的下降模式最为复杂，共有 ４ 个拐点，其中在 ２５ ～ ３９ 岁的几个年龄段

上下降速度最快，在 ４０ ～ ４４ 岁上速度明显减缓，而在 ４５ ～ ４９ 岁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由此形成了第二个流

入小高峰，在此之后继续下降，并在 ６０ 岁之后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中峰值流入型在 ２５ ～ ２９ 岁上的下降速

度最快，在 ３０ ～ ３９ 岁上流入率有所减缓，但在 ４０ ～ ４４ 岁上略微上扬，此后又稳步下降；中峰值流入 － 峰龄延

后型在 ３０ ～ ３９ 岁上缓慢下降，而在 ４０ ～ ４９ 岁上又有所回升，形成了人口流入的第二个小高峰，之后则稳步

下降；其余两种模式在峰值年龄后稳步下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速度变化特征。
３． ３　 省际流入与省际流出的交互分析

上述类型化分析是从流入与流出角度分别展开的，那么流入与流出模式在各省区之间的交互分类又会

呈现出何种情况，为此本文将上述各自的分类进一步归纳总结。 具体可见表 １。 同时，为了更好地展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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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分类与各省总体的流入 ／流出水平的比较，本文用图 ７、图 ８ 来予以展示。

表 １　 各省流入与流出的交互分类表 　
　 　 　 　 　 　 流出

流入　 　 　 　 　 　 　 Ｉ 低流出型 ＩＩ 中峰值流出型
ＩＩＩ 中峰值 －全劳动力

年龄流出型
ＩＶ 高峰值流出型

１ 高流入型 北京、上海、广东、浙江

２ 中峰值流入型 江苏 天津、福建

３ 中峰值 －峰龄延后型 新疆、西藏 海南

４ 中峰值 －年龄选择型 山东 河北、山西、内蒙古、云南、青海 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四川 广西、贵州、甘肃

５ 低流入型 辽宁、陕西、吉林、宁夏 黑龙江、湖北、重庆

图 ７　 省际流出与流入年龄模式的交互分类

资料来源：２０２０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结合图表中的分类

可以看到，事实上我国

各省区的流出流入模

式，除西藏、新疆和山东

以外，可以大致分为四

个大类：低流出、高流入

（即图 ７ 的右下角的四

个省份）；低流出、中流

入（对应天津、福建、江
苏和海南四省，即将流

入模式 １ 和模式 ３ 合并

成一类）；中流出、中流

入（对应着坐标轴原点

或中心部分的省份，包

括吉林、辽宁、河北、山

西、内蒙古、云南、青海

等）；高流出、低流入（对
应着坐标轴左上角的省

区，包括安徽、江西、湖

南、河南、四川、黑龙江、
湖北、重庆等，相当于将第 ＩＩＩ 类和第 ＩＶ 类流出模式和第 ４、第 ５ 类流入模式相结合）。 这四种分类既可以简

单地根据总的流出率与流入率来判断，也可以根据表 １ 中的分类来进一步细化性的选择。 当然，其中高流

出、低流入中的三个省份（广西、贵州、甘肃）因其特殊的流入 ＼流出模式（包括省对省的高年龄选择性的流

出）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称其为高选择流出、低流入类。
上述四种分类只是对目前我国各省区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特征类型化的结果，类型化后的模

式可以综合地揭示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年龄模式的地域类型。 当然，在以各省区为人口预测单位时最好应该

结合各省的实际情况予以调整。
４　 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 １‰原始微观数据，以省区为基本分析单位，描述各省省际流量流动

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类型化分析方法，归纳分类了全国 ３１ 个省区的人口流出和流入的

年龄模式，并比较各种分类模式之间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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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省际流出与省际流入的交互分类模式结果

资料来源：２０２０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４． １　 主要结论

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第一，各省的年龄别省际流出与流入率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将全国省际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

应用到区域性人口预测时结果很可能有偏差，有必要对各省流入和流出的年龄模式进行类型分析。
第二，类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际流出人口年龄别流出率可以按照省际流出水平由低到高被划分为四

种类型：低流出型、中峰值流出型、中峰值 －全劳动力年龄流出型、高峰值流出型；类型间差异主要体现在峰

值高度和峰值年龄后的下降速度。 四种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分异和空间聚散特征。
第三，各省区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入率模式按照年龄别流动率的峰值高低、峰值年龄后的年龄别流

入率的下降速度等，可以被分为五种类型：高流入型、中峰值流入型、中峰值 － 峰龄延后型、中峰值 － 年龄选

择型和低流入型。 类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高流入型中低龄段（０ ～ ４ 岁）有更高的流入率，形式更接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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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ｇｅｒｓ 模型；后三种则主要是峰值高低、峰值年龄后的下降速度。
第四，根据流入与流出的年龄别模式类型交互，以及各省总体流入率与流出率的交互，可以进一步综合

性地提炼出五个大类：低流出 ＋高流入、低流出 ＋中流入、中流出 ＋中流入、高流出 ＋低流入及高选择流出 ＋
低流入。 这五种分类方式可以作为未来各省区人口预测中人口流动的基础参数。 当然，各省的实际参数可

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微调。
４． ２　 启示与讨论

上述结论在研究方法层面上为我国未来区域人口预测研究（特别是流动人口年龄模式）提供了现实与

理论基础。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区域（省区）间的人口流入或流出的年龄别模式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如果

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或年龄别流动率进行区域人口预测，势必会导致人口预测结果在水平和结构

上的偏差。 本文对各省区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的类型化处理，类似于模型生命表，可以为不同区

域的人口预测提供相对更为贴近现实的不同模式和基础参数，以提高人口预测精度，进而服务于未来各区域

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
当然，预测的准确性还与地域层级、参数设置和预测内容等更多问题相关联。 首先，本文仅关注于省区

层级，对于更小区域的人口预测由于不确定性而显得更为复杂，其整体思路亦不同于传统人口预测方法。 其

次，参数设置过程中，区域的宏观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往往具有空间溢出性质，邻近省区的相关因素也

可能对该区域的人口流动趋势产生影响，并导致预测模型的假定失真，降低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而本文提出

的区域人口流动模式类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缺陷：上述各种年龄模式的类型通过将多个省区绑定，
使得该模式类型内部已经包含相关“邻近区域”的宏观社会经济状况和人口流动状况，从而使迁移模式的假

定更加稳健，有利于预测精度的提高。 再者，人口预测的内容不仅可以是某些省区的流入、流出人口的规模

与结构，及其对流出地或流入地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影响，而且还可以进一步预测某一条具体的流动链条下流

入或流出人口的未来特征。 这种更小尺度的预测需要依赖相关的理论模型，一般常用的模型有引力模型、机
会模型、罗吉特模型、马尔科夫链模型（王桂新，２０００）。 但是，这种类型的预测对于数据信息的要求更加严

格，它需要对两个微观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以往的人口迁移流有足够的了解，同时也需要对宏观迁移流

（如某区域所有流入人口状况）有相应的预判。 而本文的类型化分析同时考虑了人口流动因素的区域差异

和空间溢出性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忽略某些重要信息而使模型假定失真。
除了对人口预测有意义之外，本文对各省区省际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之差异的讨论还可

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定义问题。 近期有关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定义问题受到关注与讨论（朱宇等，２０２２；周皓，２０２２；王

婧雯等，２０２３），并分别提出户口统计口径之下的五年内流量流动人口和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为标准来测量与

讨论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问题，并同时指出户口统计口径之下的五年内流量流动人口对中国人口流动规模

的低估问题和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样本混合属性问题（周皓，２０２２）。 当然，任何一种统计口径都可能会

存在内在的缺陷，因此在使用人口迁移流动数据时需要注意不同统计口径的应用场合及对分析结果的可能

影响。 由于流量定义存在对中国人口流动规模的低估，因此，对总规模的描述性分析可以使用五年前常住地

标准。 但在讨论与分析人口迁移流动的机制问题时，正如以往所指出的，由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样本混

合属性问题，就不能再使用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流动人口”样本（因为它不再是纯粹的流动人口样本），
而应该使用户口统计口径之下的五年内流量流动人口，以揭示真正影响人口流动的动因与机制。 未来的相

关研究应该注意定义问题及不同定义的不同应用场合。 这也是本文仍然强调使用户口标准下的五年内流量

流动人口的原因。
其二，年龄模式的地域差异性反映了我国人口迁移转变的地区阶梯性。 近年来学界一直在讨论中国人

口发展是否正面临着第二次人口转变，以及中国人口迁移转型问题（刘金菊、陈卫，２０２１；段成荣等，２０２２）。
本文的类型化分析揭示了年龄模式的地域异质性。 年龄别流动率的变化既是人口发展与社会变迁对人口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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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流动的作用结果，也是人口与社会发展变化的社会表象特征之一，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经
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及区域经济格局变化有很大关系（刘金菊、陈卫，２０２１）。 年龄模式的地域异质性从

另一侧面说明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及经济格局的异质性。 而年龄模式的地域性差异只是中国人口迁移

流动转型过程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意含着中国人口迁移转型的区域性差异。 不同区域的人口转型事实上

并不是同步的，而不能仅以全国性的模式来理解与解释。 正如段成荣等（２０２２）所指出，我国的人口迁移

转变并不能简单地用转型前期、转型后期或先进工业社会等阶段来断然划分，而是需要进行分地区的细

致考量。
事实上，本文所揭示的年龄模式的地域异质性从某种意义上还说明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转型的阶梯性。

不论是流出人口年龄别模式还是流入人口年龄别模式都体现着这种转型。 从流出模式来看，由整体较低水

平、相对较低的年龄选择性，转变为较强的以青壮年为主的年龄选择性，再到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普遍流动和

整体水平相对较高的普遍流动，这四种模式之间存在着不断演进的阶梯形式。 流入模式同样呈现出这种阶

梯形式的转型过程。 同时，五种流入模式中仅有第一种高流入型呈现出西方人口迁移年龄模式 Ｒｏｇｅｒｓ 模型

的部分特点，即 ０ ～ ４ 岁婴幼儿年龄段较高的流动率，而其他模式中的婴幼儿年龄段的流动率仍然极低。 如

果将 Ｒｏｇｅｒｓ 模型作为人口转型的标志或特点，那么，不同模式反映的地域差异同样呈现出阶梯式的转型过

程。 而且，即便是在第 １ 类流入模式中，亦未出现老年段的年龄别流动率小高峰。 因此，一方面，中国的人口

迁移转型必然会有中国的特点，西方理论的适用性仍然有待检验；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转型存在地

域阶梯性特征，而普遍的全年龄段的人口流动将会是未来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必然趋势。
其三，年龄模式的地域差异性进一步强调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人口问题的地域差异性。 虽然社会公共政

策的制定应该面向全年龄段的流动人口，但各地年龄模式的差异表明各省区的流入人口或流出人口的年龄

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并由此带来的政策需求也可能是不同的。 从流入地来看，高流入型的北京、上海、浙江和

广东四个省市所面临的是全年龄段的，其中与流动儿童相关的问题尤其重要；而对中峰值流入型的天津、江
苏、福建三个省市则可能会更偏重于劳动力年龄人口。 从流出地来看，第 ＩＩＩ 类（中部省份和四川、重庆、黑
龙江）都已形成了全年龄段的流出，不仅峰值相对较高，且低龄段和除峰值年龄外的劳动力年龄段流出率也

相对较高，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重要的人口流出地，这些省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是否及如何维持必要的

地区发展（及乡村振兴等话题），必将成为这些省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可见，由于人口流动的不同特点，不
同省区所面临的由人口流动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亦是完全不同的。 本文仅从年龄模式角度予以讨论，更多现

实问题需要予以更多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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